我对意识科学探索的一些理解

因为之前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这又是一门十分高深的学科，所以只是就我回去以后所查的一些资料进行了整理，努力来理解一下这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用科学方法研究心理意识问题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科学方法强调的是客观公共的观察和可重复的实验，而像疼痛和思维这样的精神事件本质上是主观隐私的。尽管如此，在过去的130年里，探索人类心理及意识的各种科学研究活动仍然产生了大量有意义的成果，特别是对大脑的物理运转机制提供了大量的知识。这一方面对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需要哲学的诠释和综合。这里列出的是当代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艾克尔斯、克里克、艾德尔曼对人类意识的探索工作。 
随着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兴起以及大脑扫描技术脑电图、CT、MRI、CAT、PET等的进步，科学家终于将研究领域推进到大脑的内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意识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合法的科学问题。这主要得益于三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利用他们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带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艾克尔斯(John Eccles)通过与哲学家波普尔的合作，逐渐发展出了他自己的互动二元论，以反对当时哲学界流行的一种所谓“科学导向”的心物等同论：精神状态等同于大脑的物理化学状态，大脑就好比是一台超级计算机，大脑皮层中发生的物理过程以某种方式生成思想和感觉。艾克尔斯认为这种“贫乏而又空洞”的理论无法说明“人自己的许多奇迹和奥秘，他的精神价值、创造性和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他批评心物等同论没有给人类自由留下任何空间。他认为科学还原主义严重低估了人自身的奥秘。 
克里克(Francis Crick)主张采用一种典型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意识问题，那就是将普遍的大问题分解为特定的小问题，然后分而治之。他认为意识问题的哲学层面应该留待未来再考虑，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个特别案例，也应该暂不考虑。所以他集中研究视觉意识，并将它作为一个简易的突破口。人类是非常视觉化的动物，我们的视觉对象生动活泼而又信息丰富。并且视觉信号的输入通常是高度结构化而且在实验中易于控制。脑科学中已经存在大量关于视觉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工作。如果我们希望理解神经元放电是如何产生意识的，我们可能首先应该着手于理解大脑中一个相对简单的子系统。 
艾德尔曼(Gerald Edelman)在对人类意识探索方面出版了至少六本专著，因而做了最实质性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三步曲：《神经元达尔文主义》(1987)，《拓朴生物学》(1988)和《对现在的记忆》(1989)。他相信任何成功的意识理论的基础不在量子物理，也不在哲学思辩或计算机程序，而在神经科学，即作为进化发展结果的大脑所特有的复杂结构。艾德尔曼的神经元达尔文主义由三个主要理论成份构成：1)神经元群体选择理论，2)神经元片层学说，3)交互并行放电学说。人脑的发展不是一个完全由基因控制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个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机制。当个体的神经元组合在一起形成功能性群体的时候，70%的神经元会在大脑达到成熟前死亡。被选择的单位不是个体的神经元，而是神经元群体。神经元群体是作为功能性工作单位的神经元片层。在神经元片层之间存在系统的多重连接，片层之间的交互式并行信号放电活动构成大脑中的神经元事件的基本工作机制，这也是意识形成的关键机制。 
如果说克里克关注的是“捆绑问题”，即单个的神经元放电活动合在一起是如何产生视觉意识的，艾德尔曼关注的则是知觉的范畴化问题。他认为大脑本身从一开始是没有被分类或被范畴化的，它预先也没有任何程序来指导其发展过程。当大脑接收到大量某一类型的刺激的时候，某一特定的神经元群体模式从大量片层中被选择出来。某些模式被感觉经验所加强，而其它模式被取消，这是一个类似于进化的选择过程。艾德尔曼以免疫系统作为类比来说明他的理论，人的免疫系统通常产生大量不同种类的随机性抗体，只有那些与外来的异质客体成功发生联系的抗体能够快速地大量繁殖，这就说明人体是如何能够对那些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异质客体产生抗体的。克里克和艾德尔曼都抱有那种典型的科学家对哲学的偏见。他们在哲学概念上的贫乏削弱了他们对意识的探索。他们真正所研究的仍然是人类大脑的物理工作机制。我们认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他们的工作所产生的知识对我们理解大脑和意识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哲学思维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照明。遗憾的是，当代英美哲学的典型回应是各种一元唯物的还原主义。我们有必要期待一种可行的二元论，它对心物本体区别的描述比属性二元论强，比实体二元论弱；它既能说明常识的心物互动现象，又能化解自由意志和自然必然性之间的冲突；既与科学的基本成就相一致，又能证明人类精神及其价值的实在性。对意识的哲学分析和科学研究可能还将导致科学方法的扩展和创新。

（陆冰瑶）
